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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事态”和基本权利限制 

郑旭文

（福州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国家在处于危急情势或存亡威胁时，可以通过限制基本权利来消除危机。但是，为了防止国家滥用危急事态权能
权能，进而侵害人民基本权利，各国设计了各项程序性机制来控制危急事态可能的失范。具言之，国家采取的各项危急措施

必须遵循基本权利保护的最低标准，以确保在任何时候人的尊严和价值都能得以维系和实现。此外，国家危急事态措施还

须遵循正当程序，接受基本权利本质内容不受侵害等原则、比例原则和法律明确性原则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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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将危急事态纳入宪法加以规范是一
种普遍现象，一方面现代宪法大都承认行政部门在

危机时期有权暂停政府的一般规则，包括公民的权

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危急事态”是一种“根本的

危险”，它可能导致民主架构沦为专制政府的纯粹

附属品，［１］进而形成“宪法上的自由被完全蔑视而

传统的制衡机制完全失效”的情形。［２］１０１１危机经常

会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张，同时伴随着个人权利和自

由的收缩；而且实践经验表明，当国家危机出现时，

民主国家都会有试图超过个人自由和权利保护底

线的倾向。［２］１０２９在危机时期，任何一种宪政体制都

有脱离宪法轨道运转的可能。［３］因此，国家危急权

力的行使必须被严格限定在法律框架之内，防止其

恣意和专横可能造成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

　　一　危急事态失范的程序控制

应对危急事态的机制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共

和国时期，罗马宪法授权元老院在战时为了战争胜

利，可以委任一名“独裁官”，他有权暂停法律过程

和罗马公民的权利以应对外敌入侵和国内起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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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豁免一切责任。［４］尽管宪法对于独裁官的权力设

置了一定限制，但由于限制效果很有限，独裁官制

度所潜藏的威胁最终让罗马共和国制度倾覆了。

最近的例子则是魏玛宪法，该宪法在第４８条所设
定的危急事态条款一方面赋予了政府广泛的权力

来应对国内社会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却对如何规范

危急事态语焉不详。卡尔·施密特在阐述危急事

态条款时认为，在危急事态或其他特殊事态下，法

治不能制约国家行动。在施密特看来，法律秩序存

在于实在法的一般性规范和公共权力机构的特别

决定之中，一般性规范无法就国家在危急事态下所

面临的各种事实假设以及它们处理危急事态所需

的必要措施作出预测，因此，统治者在运用危急事

态权力作出决定时不受宪法规范的约束。［５］施密特

的这一观点对于危急事态条款的解释实践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为统治者滥用危急事态权力，僭越

宪法之上提供了理论支持。制约措施的缺失最终

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倒台，纳粹政权取而代之。在

危急事态下，国家被赋予特殊的权能，如果此等权

能不受有效的控制，就必然会造成对基本权利的限

制，让基本权利名存实亡。因此，现代立宪主义要

求对限制基本权利的权力进行控制，其中包括授权

控制和程序控制两个方面。授权控制是指宪法和

法律不能因为处理危机情况而授予国家无边无际

的权力，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条款必须明确、具体，以

避免因条款模糊而给予国家无限扩张自己权力可

乘之机。当然，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为了利于国

家权力能够因应不断变化的危急情势需要，必须容

许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实体规范不能给予过

度的限制。“尽管某些危机可能十分严重以至要暂

时中止个人自由才能克服，然政府特权仍然要接受

程序性制约因素和权利法案的限制。”［６］现代立宪

主义强调程序控制比实体规范的限制来得更为有

效，用程序来控制国家权力取代实体规范控制权

力，用正当程序来弥补实体规范的不足，已经成为

现代立宪主义的普遍共识。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

律往往设定了各种程序性机制，来限制危急事态权

力的可能失范。

（一）立法最终决定权

按照权力分立原则，立法机关在涉及战争、戒

严等重大危急情况和基本权利限制事项时，立法机

关应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一部宪法都应该明确规

定宣布危急事态的程序，当行政机关宣布进入危急

事态时，这一官方声明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

到立法机关的批准。”［７］

根据议会民主主义精神，立法机关为最主要的

民意体现者和人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者，因此，“由立

法机关依多数决程序合议决定国家危急权力之行

使，而不至于如执行时刻系由个人自行决策容易造

成恣意滥用，且立法机关依据宪法所作成行使国家

危急权力之决议时，执行机关应依即依立法机关之

决议而执行国家紧急措施，此亦符合法治国家权力

分立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之宪法要求。而比执行

时刻不受管制之特性，似较能遵守宪法之旨意，且

可防止专断独裁之情形发生。”［８］而且，危急事态属

于国家之重大事项，必须谨慎处理和因应，立法机

关复杂的议事程序可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将对民主宪政和法治等造成的危险控制在危急

情况实施前，防止执行机构的权力恣意。立法机关

最终决定权原则是在总结宪政发展史上的经验与

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美国宪法第１条第９
款对于政府宣布危急事态给予了模糊性的授权，但

从其意涵来看，政府在危机时刻所享有的特权属于

国会而非行政部门。在１８６１年美国内战期间，针
对林肯总统是否有权动用战时条款，中止人身保护

法令的适用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如果说

宪法第１条模糊地将危机发生时中止人身保护法
令的权力赋予了哪一个部门的话，从条文所处的位

置来看，那也只能属于国会的权力。［９］在 １９５０年
代，杜鲁门总统试图以战时供应军需为由，将一家

钢铁厂征收为国有，联邦法院裁决总统征收命令无

效，认为总统命令必须来自于宪法或国会法案的授

权，即使是临时性的或国家危机时期的措施，总统

都无权没收私人财产，无论如何，这都属于国家立

法者的权限，而非军事权责机构。［１０］宪法的重要功

能就在于不是由行政机关来确定危险是否达到了

需要动用人身保护状的程度，只有议会或立法机关

在适当的时候才能授权统治者在短时间内暂缓实

施人身保护状。［１１］德国魏玛宪法时期，国家危急事

态权力的行使被授予给总统个人，总统有权决定和

执行危急权力，导致了深重的人权灾难。战后，德

国鉴于纳粹暴政的教训，实行了立法机关最终决定

权原则，在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在国家遭受外敌攻

击或此种攻击迫切威胁时，得由联邦议会经联邦参

议院同意后作出进入危急事态的决定；即使联邦议

会无法开会时，亦不得由政府决定。

（二）危急事态执行权的平衡

立法机关对于危急事态具有最终决定权，有利

于避免行政专横。但毕竟立法机关程序缓慢，效率

不高，往往会耽搁执行机构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危

机，从而造成重大公共利益的损失。因此，为了便

于行政机关根据危急情况的需要随时实施危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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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提高应付国家和社会危机的效能，可以在短

时间内迅速采取措施，以保障公共利益，确保人民

生命和财产之安全。然而，危急事态经常会形成一

种要求强化行政权力的政治压力，而行政权力的强

化是以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弱化为代价，从而使得法

律秩序陷入危险的境地。［１２］在危急事态下，司法机

关为了表示对于行政部门的尊重，也会不自觉地减

少司法审查的密度，使得行政权力可以规避一般的

法律制约。［１３］危急事态会打破原来的权力平衡，行

政权力会高度扩张，立法权和司法权则会受到压

抑，为了防止行政权变成一种专横的权力，行政权

的整个过程必须受到立法权的监督和制约。德国

《魏玛宪法》在设置危急事态条款时，因为缺乏对危

急权力有效的约束机制，因使得总统的危急事态权

力成为一种绝对的权力。依照魏玛宪法第４８条的
规定，总统在国内公共安全与秩序受到扰乱或危害

时，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必要时可以使用军队，

来恢复安全和秩序，可以将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

之全部或部分暂停适用。由于宪法并未对总统在

危机时期解散国会、组织政府以及使用军队等权力

没有作出任何制约性规定，使得危机时期的总统权

力在事实上变成一种毫无限制的权力。在魏玛共

和国时期，即使在所谓危机时期，国会也经常被解

散，立法权的监督无从谈起。司法权也谨慎地行使

权力，最高法院以避免介入政治问题判断为由拒绝

对总统明显与现行法律相背离的危急法令进行合

宪性审查。［１４］由于缺乏必要的制衡和监督，导致行

政权力急剧膨胀，在希特勒上台后，立法权和司法

权更是被完全吞噬，希特勒作为国家元首集中了一

切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从而导致了人权

的灾难。有鉴于此，战后德国《基本法》第十章之一

“防卫事件”部分明确规定决定权和执行权相分离

的精神，决定权属于立法机关，而行政机关负责执

行；在防卫情况存续期间，联邦议会不得解散，联邦

议会因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无法适时集会或表决，则

由联席委员会代行其权力，行政机关不得代为执

行；联邦宪法法院及其法官的宪法地位和宪法职权

之行使不得受到侵害，联邦宪法法院可以采取必要

的措施保障其职权能力；除非联邦宪法法院同意，

认为保障其职权能力有必要时，有关联邦宪法法院

的法律不得被修改。这样，通过立法权和司法权在

危机时期保持正常运作，从而能够确保了对行政特

权行使的有效监督。从危急措施的性质来看，行政

机关根据形势需要所采取的措施仅具有临时法律

效果，最终决定权仍然属于立法机关的权能，因此，

行政机关本质上仅仅是一种执行权，其采取的应急

措施自始至终都应受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而司

法权可以通过对应急措施进行审查，从而确保人民

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侵害。

（三）危急事态的期限性

危急事态的期限性是指国家为了应付国家重

大突发事件或民主秩序之存续受到威胁所采取的

措施具有一定的期限，无期限或长时期的危急事态

措施形同破坏宪法。换言之，危急事态法制仅具有

暂时性或临时性条款的性质，如果危急事态一旦消

失，该措施所引起的限制效果即告解除。危急事态

的期限性目的乃在于防止执行权的专横和保护基

本人权，危急事态的持久施行，必然造成对宪政体

制和基本人权的损害。危急事态措施的解除，意味

着基本人权的限制解除，而危急事态期限的延长，

则意味着基本人权限制期限的延长。因此，设定危

急事态的期限，并对延长危急事态期限实行严格控

制有其必要性。正如麦金托什所言，“英格兰法律

允许军事法存在的唯一原则就是必要性，必要性是

军事法获得正当性的唯一理由，军事法要持续存在

也一样明确要求必要性作为其正当性基础。如果

必要性消失，军事法单独存在哪怕一分钟，它都会

立即变成一种纯粹的非法暴力”。［１５］欧洲国家在危

急事态的政制方面有着长期而不幸的历史经验，详

言之，就是这些政制都有着赋予行政部门太多的无

约束的权力，使他们有权宣告危急事态并将其持续

相当长的时间。［１６］１０４７持续的危急事态，必然造成人

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和侵害，为了

保障基本权利和限制行政专横，必须将危急事态限

制在一定的期限内。国际法官协会的一个备忘录

也强调，一个国家的宪法应该明确规定“任何危急

事态超过固定期间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这一固定

期间不应超过六个月”，宪法还应明确规定在宣告

危急事态的同时必须规定危急事态持续的时

间。［１７］法国学者尼科尔·奎斯蒂奥克斯对各国宪

法中危急事态期限方面的规定作出了四种分类：一

是宪法文本并没有规定危急事态的时间限制，但规

定了其宣告中必须设定危急事态的期限；二是宪法

文本明确规定了危急事态的固定期限，且不允许延

长；三是宪法文本规定危急事态期限可以延长，但

适用比危急事态的宣告更加严格的条件和要求，如

批准程序更为严格等；四是宪法文本规定危急事态

的期限可以有限度的延长，这是对前两种情况的折

中，既规定了时间限制，又允许根据一些事件的发

生可以进行适度的延长。［１８］美国学者布鲁斯·阿

克曼提出了一项“超级多数的阶梯（ｓｕｐｅｒ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ｅｓｃａｌａｔｏｒ）”的理论来解决危急事态期限的问题。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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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曼认为，危急事态如果获得多数批准可以延长其

期限二至三个月，但这仅仅是开始，如果因为必要

性而须再延长，那么每一次延长都要求“阶梯式大

多数”的批准：第一次延长须得到百分之六十的多

数批准；第二次则须得到百分之七十的多数批准；

第三次则须得到百分之八十的多数批准，依次类

推。［１６］１０４７在阿克曼看来，危急事态对于个人生活可

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延长危急事态的期

限需要相当的共识，除非恐怖分子反复攻击并造成

了灾难性后果，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是如此碎片化以

至于很难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支持而让危急事态持

续下去。在危急时刻，所有的爱国者都会聚集在政

府周围，个人权益可能会被这种爱国主义的狂热所

淹没，而“阶梯式的超级多数同意”会让越来越小的

少数群体对于政治操纵拥有否决的权力，而少数群

体的支持是作为一种例外体制的危急事态是不可

缺少的。［１６］１０４８

　　二　危急事态下基本权利的最低标准

当国家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或生死存亡之危机

时，国家可以根据危急事态的需要对人民基本权利

和自由予以某些限制，但此种限制不得侵犯到基本

权利的本质内容或基本权利的，必须确保维持人的

尊严所不可或缺的那些权利，这些基本的、不可或

缺的权利即是危急事态下国家限制人民基本权利

的最低标准，在宪法上称为“绝对的权利规范”，在

国际法上则称为不可克减的权利。确立危急事态

下基本权利保护最低标准，乃在于防止国家权力以

紧急情势之需为名而行践踏人民基本权利之实，确

保人的尊严或作为人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

到维护或实现。

纳粹暴政的教训表明，即使在国家处于战争等

重大危机时刻，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必须保持基

本的尊严和权利，而不能成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

或工具。战后国际人权规约和各国宪法规定了危

急事态下国家限制基本权利的最低标准。国家在

危急事态期间必须严格遵守绝对的人权规范，不得

侵犯基本权利体系的核心领域，否则国家采取的任

何措施都将失去正当性。在国际人权规范上，１９５０
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第１５条规定，战时或者国家
遇到生存威胁的公共危急事态，缔约国可以在危急

事态所严格要求的范围内采取可能违反公约的各

种措施，但不得因此削弱公约所规定的生命权、不

受酷刑或非人道或侮辱性待遇或惩罚的权利、不受

奴役或强制劳动的权利、不受刑法追朔的权利。这

四项权利因此也被界定为绝对性人权，属于国家权

力在任何事态下都不得侵犯的基本权利的核心领

域。１９６６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
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法律人格权、思想和良心自由

和不因民事违约而受监禁的权利等几项，作为国家

行使危急事态权力的界限。１９８４年国际法协会在
总结了《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规范的具

体实践基础上，通过了《危急事态期间人权规范的

巴黎最低标准》，提出了各国在进行危急事态立法

时应恪守的基本原则，确保基本人权得到最低限度

的保护。该倡议列举了若干项危急事态下不可克

减的基本权利，包括法律人格权、免于奴役或奴隶

的自由、不受歧视的自由、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免

于酷刑的自由、公平审判权、思想良心和信仰自由、

少数人的权利、家庭权、姓名权、儿童的权利、国籍

权、参与政府的权利和司法救济权等。

在国内法上，各国宪法大都确立了危急事态下

国家限制基本权利的最低标准。例如美国宪法修

正案第１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以下事项的法律，
设立国家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

由以及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

利。”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上述自由和权利作为“绝

对性的权利”，从解释上根本排除了国会借由叛乱

或外敌入侵时公共利益的需要之名义限制这些权

利和自由的可能性。作为不成文宪法国家的英国，

２００４年颁布了《民事应急法》，取代了以前的民防
和危急权力立法，该法第２３条规定：“应急条例不
得强制要求某人服兵役，或者禁止某人参加与罢工

或其他劳工行动相关的活动；条例不得设定可受三

个月以上监禁处罚或超过５级标准比例罚款的罪
行，亦不得改变与刑事程序有关的程序；条例不得

对１９９８年人权法案作出任何修改。”德国鉴于二战
时期纳粹暴政对于人权的极端摧残，为了防止野蛮

的历史悲剧重演，于１９４９年在《基本法》第１条宣
示：“人性尊严不受侵犯，尊重和保障此项尊严是所

有国家机关的义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这一

条款表达了基本法的最高价值，体现了整个宪法的

内在实质和精神，其作为基本法的最高价值，具有

不可限制性，并且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而不

得以修宪程序加以变更，从而获得绝对保障。人性

尊严条款还与基本法第二条中所规定的生命权、人

格形成自由权等具有紧密联系，彼此提供价值支撑

并相互强化。联邦法院在１９７０年代的第一次堕胎
案判决中也明确表示生命权具属于最高法益，应该

给予高度尊重。另外，根据德国基本法第１９条规
定，“基本权利以依基本法规定得以法律限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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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权利之实质内容绝不能受侵害。”为了应

对２００３年 “法兰克福劫机事件”后的反恐形势，
２００４年，德国国会通过了“航空安全法案”，根据该
法案第１４条规定，为防止特别严重的灾难事件发
生，军队可以对飞行期间的航空器进行紧逼，强制

迫降，威胁使用武器或进行警告射击；当航空器被

利用来威胁人的生命，而使用武器是防范这种威胁

唯一手段，可以直接动用武器将其击落。该法案引

起了极大争议，最后诉诸于宪法诉愿，德国联邦宪

法法院于２００６年裁决该法案第１４条违宪。联邦
宪法法院认为，航空安全法案第１４条的规定与基
本法第１条的“人性尊严条款”的实质精神相抵触，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侵犯到了基本法地２条第２款
所规定的生命权的保护范围，虽然生命权可由法律

加以限制，但这一限制必须同样基于保护生命权和

维护与之紧密联系的人性尊严的理由才具有宪法

上的正当性。［１９］详言之，只要航空器上有无辜的民

众，无论以任何理由（如国家存亡威胁等）动用武器

击落都会产生违宪问题；只有针对无人航空器或航

空器上都是劫机者并企图利用航空器作为夺取地

面民众生命的武器时，国家才能根据法案第１４条
直接动用武器将其击落。

从以上国际人权规范、国内宪法规范和实践来

看，基本权利保障的最低标准通常是指那些在基本

人权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最重要、最基础的权

利，是作为人的尊严所不可或缺的权利，换言之，这

类权利对于人类的自我实现具有特殊的意义以至

于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受到影响。同时此类基本人

权较之其他权利而言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侵害，

因此应该给予特别的保障。总之，基本权利保障最

低标准的旨趣乃在于保障人的尊严和价值，国家基

于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限制或克减基本权利时，

必须确保基本人权的本质核心不受侵犯，从而确保

人的尊严和价值得以维护或实现。

　　三　危急事态下基本权利限制的原则

在危急事态下，为了确保国家生存和民主秩序

的存续，政府对基本权利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具有

一定的正当性。在危机事态下，尽管政府采取的限

制基本权利的措施可以某种程度上超越宪法和法

律的具体规定，但是仍然必须接受宪法价值秩序的

约束，而基本权利作为宪法价值秩序的核心和政府

存在之目的构成了政府在危急事态下行动的界限。

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人们可能接受补充性的行

政权限，但不得以实际情况需要为由废除法律原

则，否则，人们的基本权利就将失去防御。换言之，

为了确保国家生存和民主秩序之存续，政府可以对

基本权利采取某些限制措施，但同时为了防止行政

滥权和确保基本权利不受任意性侵害，基本权利限

制本身又必须受到各种制约。根据各国宪政的理

论和实践，在危急事态下，限制基本权利的措施必

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不受侵害原则

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不受侵犯原则乃在于避

免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被政府以危急情势之需要

为由通过各种措施予以空洞化。具言之，基本权利

的本质内容不受侵犯强调在任何情况（包括危急事

态）下，国家都不得触碰到个人基本权利的本质内

容或核心范围，从而确保个人基本权利中涉及人性

尊严的那部分内容不被彻底剥夺。基本权利的本

质内容不受侵犯源于德国基本法第十九条：“在任

何情况下，均不得对一项基本权利侵犯其本质内

容。”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不确

定法律概念，迄今没有法律将其具体化，无论是宪

法理论还是宪法法院的判决也从来没有对其意义

予以清楚地阐释。［２０］这一含义不甚清晰的条文却

为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韩国、智利等许多国家

所效仿，奥地利和瑞士宪法虽然没有关于本质内容

的规定，但其宪法法院的判决中仍经常引用。本质

内容理论的形成原因可追溯于德国魏玛宪法的时

代，当时在理论和实务上皆认为基本权利完全由立

法者形成和界定，立法者可基于公共利益之需要对

基本权利进行任意限制，由此造成了基本权利“贬

值”和“被掏空”的极端现象。鉴于魏玛时期的深

刻教训，战后德国基本法确立了基本权利本质内容

不受侵犯的原则，意在确认任何一项基本权利都有

一个固定的核心领域，作为防止国家任意干预的绝

对屏障。在危急事态下，基本权利本质内容不受侵

犯原则可以作为抵御行政专横的重要手段，要求立

法者的限制或立法者授权的行政措施基于国家重

大利益之需要对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

时，必须留有该项权利和自由的最低内容保障，否

则就可能对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连根拔除”，从而

使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有名无实。概言之，在

战后各国宪政实践中，特别是在危急事态下，本质

内容之禁止作为审查立法或立法授权行为有无违

反基本权利的准则被反复引用，成为捍卫宪政秩序

和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工具。

（二）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可以说是危急事态下保障基本权利

最重要的防卫性机制之一，它是指“任何限制措施

的范围都应该与需要或者此项限制措施所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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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高利益形成一定的比例。”［２１］比例原则蕴含了

这样的理论逻辑：在民主社会中，基本权利实现是

一般原则，而基本权利限制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

为了追求社会普遍的福祉对于基本权利进行一定

程度的限制是被许可的；然而，任何限制措施都必

须接受比例原则的检验，确保追求普遍福祉之目的

与限制措施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最后，“在危急

事态下，行政部门为了应对危急情势所采取的措施

具有唯一性和合理性。”［２２］比例原则肇始于十九世

纪普鲁士行政法中，旨在强化警察权行使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以比例原则来限制警察滥用裁量权。比

例原则可作如下解读：如果你追求一个目的，你必

须采取一种有助益的、必要的和适当的手段。如果

一种手段无助于目的达成，那么这一手段就不是一

个真正的手段，而采用了这一手段即违反比例原

则。如果所采取的手段超过了“必要”的度，也违反

比例原则。申言之，即使这一手段是必要的，但由

于采取这一手段所带来的损害大于达成目的所获

取的价值或者成本大于收益，那么这一手段就是不

适当的，也违反比例原则。假设这样一个场景：一

个瘸腿的人，坐在走廊下，却看见一个小孩爬到他

的果树上，一个接一个地摘他的果子，他无奈地叫

喊，没有任何的效果，反而遭到了小孩的嘲笑，这时

他要把小孩赶下果树的唯一手段就是使用他身边

够得着的一支枪向小孩射击；用枪射击对于他捍卫

自己财产是有助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可

以很轻易地作出结论，用枪射击是不适当的或失衡

的，因为小孩的生命远比这些果子的价值重要得

多。二战后，德国宪法法院将比例原则确立为宪法

原则，并将其运用到所有基本权利限制的案件中。

德国宪法法院将比例原则分解为“适当性”“必要

性”和“平衡性”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是指限制

基本权利的措施应适合于公共目标之达成；必要性

原则是指限制基本权利的措施不应该超越实现公

共目标的必要性；平衡性原则是指任何限制或干涉

基本权利的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应轻于达成公共目

标所获得的利益；只有满足了这三项原则的基本权

利限制措施才具有合法性。［２３］其后，比例原则产生

了“溢出”效应，在欧陆国家和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宪

政实践中得到广泛地运用，甚至对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的判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１９８５年“田纳
西诉加纳案”中，涉及到为了防止罪犯逃逸之国家

利益和保护个人生活之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

联邦最高法院为了找到两者之间的适当平衡，采取

了具有比例原则明显特征的“目的 －手段”分析方
法。法院认为，警察使用武器，作为抓捕逃犯的一

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安全，手段与目的

之间应保持适当的平衡，因此只有逃犯对于人民构

成了严重的物理威胁时，警察使用致命性武器才是

必要的、适当的；否则，就属于过度地使用致命性武

器，要对逃犯的受伤担负责任。［２４］概言之，比例原

则是危急事态下的核心原则，它要求危急事态下，

行政部门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措施必须在手

段与目的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不能为了目的而不

择手段，不能任意或过度地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

行政部门所采取的限制措施与人民基本权利保护

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

（三）明确性原则

明确性原则是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它是指法

规范内容具有可预测性、连续性和确定性，这样人

民才能够从法规范中预见社会生活中何种行为为

法律所禁止以及其违反的效果为何，避免因不知法

而违法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同时具体明确的规范也

限制了执法者的主观恣意性。正如美国著名法官

斯卡利亚所说，“即使在更简单的时代，不确定性都

被视为与法治主义格格不入的，基本正义要求受法

律规范的人必须知晓法律规定了什么。”［２５］约瑟夫

·拉兹也强调：“法律的明确性要求法律应该努力

寻求确定性和可靠性，而尽量减少伸缩性；总之，一

个明智的法律政策就是尽可能采用规则来规范人

们的行为，因为规则比标准、原则之类更确定。”［２６］

在危急事态立法中，法律授权行政部门为各项措

施，尤其应该具体明确，维持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

界，避免法律对于行政部门概括性、模糊性授权，防

止立法者放弃自身宪法职责，从而侵蚀权力分工的

宪法原则。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为了应对经济

大危机和周边的紧急事态，国会对于希特勒政府进

行了广泛的笼统的授权，导致立法权被行政权完全

吞噬，国会名存实亡，行政权失去了基本制衡力量，

行政权恣意的结果就是带来了无穷的人权劫难。

为了避免重蹈魏玛宪法失败的覆辙，战后德国《基

本法》第８０条第１项规定：“法律得授权联邦政府、
联邦部长或各邦政府发布法规命令。为此，应在法

律中规定授权之内容、目的及范围。命令并应定明

其法律基础。如法律规定授权得再予委任，再授权

发布者亦应以法规命令为之。”在危急事态下，法律

明确性原则对于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具有特

殊的意义，明确性要求危急事态立法能够为行政部

门的危急措施和人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判断标准，预

先告知人们何种行为是被处罚的行为，使得人们能

够预测自身行为；更重要的是，法律的明确性可以

限制行政部门滥用裁量权，防止行政权的主观恣意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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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歧视性决定。欧洲人权法院在一次判决中也

强调了法律明确性对于人权保障具有的功能：“人

们必须能够预见到一个特定行为可能要承担的后

果；如果一项规则在制定没有精确到足于让人们能

够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法律；特别

重要的是，规则的可预见性能够给个人提供足够的

保护，避免其受政府的任意干涉。”［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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